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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区边界地带经济发展落后，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构建扩
展的空间杜宾模型，经验研究省级行政边界通过屏蔽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我们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发现技术在城市间扩散。对于某城市，其毗邻的同省城市的技
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平均意义上会导致该市技术进步率增加０．３１３个百分点；其毗邻的外省
城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平均意义上会导致该市技术进步率增加０．１９６个百分点。这
意味着省界屏蔽了０．１１７个百分点（３７．３８％）的技术扩散。省界通过屏蔽技术扩散导致城市年经
济增长率降低０．３２５个百分点。这一经济增速损失占平均增长率的２．５０％。机制分析表明，方言
和地方保护是省界屏蔽技术扩散的原因。本文结论表明，促进省际边界地带经济发展，需要打破各
种妨碍技术扩散的政策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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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０２２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指出，２０３５年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然而，我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是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发展不平
衡的众多方面中，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广受关注。然而，各行政区（包括省、市、县
等）边界地带的发展较为落后，所受关注较少。中国处于省①际行政边界（下文将“省际行政边界”简
称为“省界”）地带的区县数占比高达３３％。我们计算发现，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３年间，处于省界的地级市
（下文将“地级市”简称为“市”），其人均实际ＧＤＰ比不处于省界的要低１６．９％。全国１４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中，１２个位于省际边界地区；５９２个原扶贫开发重点县（即“国家级贫困县”）中，位于省际边
界地区的有３０１个，占比高达５０．８％。因此，研究我国行政区边界地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对
于促进各地区平衡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边界地带发展落后，既有客观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

主要是地形复杂、山川阻隔。人为因素方面，主要是地方政府保护。在中国“分级管理、分灶吃饭”政
治经济体制和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下，省级官员为了保护本省就业、维持政府消费、增加本省财政收
入、促进本省经济增长和增加自身晋升概率，会施行地方保护政策。在众多地方保护中，研究得比较
多的是省级地方保护。大量研究表明，省级地方保护阻碍商品贸易、价格一体化和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扩展的空间杜宾模型（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的城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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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研究省界对技术扩散的屏蔽作用。我们发现技术在城市间空间扩散。平均而言，对于某市，

其毗邻的同省的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会导致该市技术进步率增加０．３１３个百分点；其
毗邻的外省的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会导致该市技术进步率增加０．１９６个百分点。同省
毗邻市间的扩散效应０．３１３个百分点远大于异省毗邻市间的０．１９６个百分点，表明省界阻碍了技术
扩散，具体而言屏蔽了３７．３８％的技术扩散。省界对技术扩散的屏蔽导致年经济增长率降低０．３８９
个百分点。样本期间，各城市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１３．０２５％。省界通过阻碍技术扩散导致的经济增速
损失占平均增长率的２．４８９％。进一步分析发现，省界屏蔽纯技术效率的空间扩散，但不屏蔽技术创
新和规模效率的空间扩散；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后省界屏蔽效应进一步加大。省界屏蔽效应在三种技
术上的差别和次贷危机前后的变化，无法用地理环境解释，意味着肯定有地方保护的因素。根据本
文结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打破各省阻碍技术扩散的各种政策壁垒。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丰富了已有文献：首先，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本文是较早研究省界影响技
术扩散的论文。文献已经研究了中国省界对贸易、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还没有关于中国省界
影响技术扩散的研究。其次，目前关于一国内部边界影响技术扩散的文献，都是研究美国州界，没有
研究其他国家内部边界的。本文为一国内部边界影响技术扩散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经验研究地理边界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此类文献所涉及的边界包括国界、省（州）界、都市
圈边界等。被研究得较多的样本是众多发达国家、众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境内各地区。以美国境内众
多地区为样本的研究很多，但以其他国家境内众多地区为样本的研究很少。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

仅有Ａｕｔａｎｔ－Ｂｅｒｎａｒｄ（２００１）、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ｊｅｒｍｏ（２００３）和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ａｒｇａ（２００３）这三项研究了美
国之外的一国境内地区。Ａｕｔａｎｔ－Ｂｅｒｎａｒｄ（２００１）、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ｊｅｒｍｏ（２００３）和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ａｒｇａ（２００３）

的研究样本分别为法国行政区、瑞典功能区（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和奥地利政区。研究地理边界影响
技术扩散的文献，从方法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使用专利引用数据，另一类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检验各
地区技术水平或研发支出间的相关关系。

（一）使用专利引用数据的研究
这类文献要么使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ＢＥＲ）专利

引用数据库，要么使用欧洲专利局数据库。使用专利引用数据研究技术扩散的方法有两种：匹配方
法和空间交流回归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匹配方法又叫依选择抽样方法。空
间交流回归模型又叫引力模型。匹配方法为Ｊａｆｆ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首创，之后被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Ｂｅｌｅｎｚｏｎ　＆Ｓｃｈａｎｋ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３）等使用。使用空间交流回归模型的文献包括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２０１４）等。

这些文献研究的边界包括国界、美国州界和美国都市统计区（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ＭＳＡ）

界，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发明人更倾向于引用本国专利，即国界阻碍技术扩散（Ｊａｆｆ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Ｂｅｌｅｎｚｏｎ　＆Ｓｃｈａｎｋ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３；Ｌｉ，２０１４）。国界阻
碍了约９０％的技术扩散（Ｌｉ，２０１４）。国界的阻碍作用源自不同国家在文化、语言、制度和政策等方
面的不同。第二，Ｊａｆｆ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Ｂｅｌｅｎｚｏｎ　＆Ｓｃｈａｎｋ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３）、Ｌｉ（２０１４）都
发现美国州界阻碍技术扩散。但是，当考虑了不同地区间的空间依赖关系①后，州界对技术扩散的
阻碍作用不复存在（Ｍｕｋｈｅｒｊｉ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３）。第三，没有控制距离的影响时，ＭＳＡ界阻碍技
术扩散（Ｊａｆｆ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控制距离的影响后，Ｓｉｎ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发现 ＭＳＡ界不再阻碍技术扩散，

但Ｌｉ（２０１４）发现 ＭＳＡ界的阻碍作用依然存在。简而言之，考虑了空间依赖关系后美国州界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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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Ｍｕｋｈｅｒｊｉ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３）的空间依赖关系指，如果吸收地区从来源地区的周边地区吸收的技术多，或者吸
收地区的周边地区从来源地区吸收的技术多，那么吸收地区从来源地区吸收的技术都会多。



技术扩散，表明美国各州未施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尽管Ｌｉ（２０１４）在控制距离后依然发现都市统计
区界阻碍技术扩散，但这不能解释成地方保护的结果，因为都市统计区不是一级政府、没有地方保护
主义政策的制定权。

（二）检验技术（研发支出）空间相关性的研究

Ｃｏｅ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他们在知识生产函数的框架内使用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间２２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数据，发现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均受国内外研发支出的影响。后续研究发
现，外国研发支出通过进口总额而不是通过进口资本设备发生作用（Ｋａｕｒ　＆Ｓｉｎｇｈ，２０１７）；在产业层
面，一国某产业的技术水平只受外国同产业的研发支出影响，不受外国其他产业的研发支出的影响
（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２）。前述三项研究都是以一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额为权重加总求出外国的研发支出变
量。由于贸易也受两国距离的影响，这等于间接考虑了外国研发支出外溢性的本地化特征。但是，

技术扩散的本地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国际贸易的本地化特征，故仅仅间接考虑技术扩散的本地化特征
显然是不够的。

直接考虑技术扩散本地化特征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引入距离变量（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ｊｅｒｍｏ，

２００３；Ｂｏｔｔａｚｚｉ　＆Ｐｅｒｉ，２００３；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ａｒｇａ，２００３）。二是考虑空间相关性（Ａｕｔａｎｔ－Ｂｅｒｎａｒｄ，２００１；

Ｇｒｅｕｎｚ，２００３；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Ｎａｖｅｅｄ　＆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①。在直接引入距离变量方面，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ｊｅｒｍｏ（２００３）基于瑞典功能区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的数据，把各外地区的研发支出以交通
时间为权重加起来，发现地区外研发支出对本地区专利数的影响在有的模型是促进，有的模型是抑
制；Ｂｏｔｔａｚｚｉ　＆Ｐｅｒｉ（２００３）基于欧洲８６个地区１９７７—１９９５年的数据，将某地外的地区按照距离０～
３００公里、３００～６００公里、６００～９００公里、９００～１３００公里和１３００～２０００公里分类加总，发现某地的
研发支出增加一倍，导致本地专利数增加８０％～９０％，３００公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的专利数增加

２％～３％。Ｆｉｓｃｈｅｒ　＆Ｖａｒｇａ（２００３）基于奥地利７２个政区１９９１年的数据，以地理距离为权重将众多
外地区加总，发现某地大学的技术扩散会覆盖到外地的高新技术企业。空间相关性方法只考虑不同
地区在地理上是否邻近，包括一阶邻近、二阶邻近和三阶邻近等②。这类文献除 Ａｕｔａｎｔ－Ｂｅｒｎａｒｄ
（２００１）使用法国数据外，Ｇｒｅｕｎｚ（２００３）、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Ｎａｖｅｅｄ　＆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都使用
包含来自欧洲众多国家的地区的数据。基于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地区数据的研究发现，某地的专利
数受其一阶邻近地区专利数的影响（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③，受其一阶、二阶邻近地区的研发支出的影
响，但不受其三阶邻近地区的影响（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但是，Ｇｒｅｕｎｚ（２００３）发现，某地专利数量受
其一阶、二阶和三阶邻近地区的研发支出的影响，但不受其四阶邻近地区的影响④。Ａｕｔａｎｔ－Ｂｅｒｎａｒｄ
（２００１）基于法国的数据，得出与Ｇｒｅｕｎｚ（２００３）和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相反的结论，发现某地专利数
不受一阶邻近地区的研发支出的影响，也不受其他地区的研发支出或人力资本的影响，只受其一阶
邻近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影响。综合来看使用两种方法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判断：一阶邻
近地区间存在技术扩散。

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内考虑空间相关性、直接研究边界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的文献是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与Ｎａｖｅｅｄ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与Ｎａｖｅｅｄ　＆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都研究欧洲
国家的国界对技术扩散的影响。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使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检验发现国界对技术扩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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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与Ｎａｖｅｅｄ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具体而言，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使用空间滞后模型，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同时使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Ｎａｖｅｅｄ　＆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使用扩展
空间杜宾模型。各种方法间的区别与联系，详见第三部分。

某地的一阶邻近地区指和该地搭界的所有地区，二阶邻近地区指和某地的一阶邻近地区搭界的所有地区，三
阶及更高阶邻近地区的定义依次类推。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没有研究二阶及以上邻近地区的影响。

Ｇｒｅｕｎｚ（２００３）得出与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不完全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在于二者的样本期不一样。Ｇｒｅｕｎｚ
（２００３）的样本期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而 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样本期是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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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行业而异。具体而言，６个行业的专利数同时存在显著的国内空间相关性和跨国空间相关性；

１４个行业的专利数只有国内空间相关性是显著的，但跨国空间相关性不显著，意味着国界阻碍了技
术的空间溢出；３个行业的专利数的国内空间相关性和跨国空间相关性均不显著。作者没有解释存
在行业差异的原因。Ｎａｖｅｅｄ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使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国内邻近地区间的技术
扩散大于国外邻近地区，即国界阻碍技术扩散。

（三）小结
使用专利引用数据和检验技术或研发支出的空间相关性两种方法，都有不足。专利引用数据的

不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只有发明人添加的引用才意味着技术扩散，专利审查官添加的引用不
代表技术扩散。美国专利数据库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区分引用是发明人还是审查官添加的①（Ａｌｃａｃｅｒ　＆
Ｇｉｔｔｅｌｍａｎ，２００６），然而上述使用专利引用数据的研究均没有区分这一点。其次，如上所述，专利引
用只是技术扩散的一种。很多技术都未申请专利，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来扩散。检验技术或研发支出
的空间相关性这种方法的不足是，Ａ地区和Ｂ地区间技术水平的相关性、Ａ地区技术水平和Ｂ地区
研发支出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源自技术扩散，故此方法只是为技术扩散提供了比较间接的证据。
本文利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边界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尽可能地克服了检验技术（研发支出）

的空间相关性这种方法的不足。Ｎａｖｅｅｄ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使用了扩展空间杜宾模型。这是与本文最
接近的一项研究。但是，本文并不是简单地把 Ｎａｖｅｅｄ　＆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的研究框架应用到中国各
省，而是做了明显的改进：首先，Ｎａｖｅｅｄ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推导出扩展空间杜宾模型时，加入因变量空
间滞后项的方式缺乏理论支持②，而本文根据人力资本的空间相关性推导出扩展空间杜宾模型。其
次，本文控制了各地区间技术水平的同步性，从而极大地排除了技术空间相关不是技术扩散的可
能性。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
人力资本能提高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物质资本等）的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Ｌｕ－

ｃａｓ，１９８８）。根据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我们可定义技术生产函数为Ａｔ＝Ｅαｔ（Ａｔ、

Ｅｔ和α分别为技术、人力资本和常数，０＜α＜１）。将此式两边取自然对数有ｌｎＡｔ＝αｌｎＥｔ。人力资本
包括文化水平、在职培训、健康状况和干中学等，其中有的可以观测得到、有的观测不到。记可观测
人力资本和不可观测人力资本分别为Ｈｔ、Ｈ＊

ｔ ，并假定可观测人力资本和不可观测人力资本对技术
的影响是相互强化的，那么有ｌｎＡｔ＝αｌｎ（ＨｔＨ ＊

ｔ ）＝αｌｎ　Ｈｔ＋αｌｎ　Ｈ＊
ｔ 。由于Ｈ＊

ｔ 不可观测，我们可省
略掉αｌｎ　Ｈ＊

ｔ 项前的参数α，得到ｌｎ　Ａｔ＝αｌｎ　Ｈｔ＋ｌｎ　Ｈ＊
ｔ 。进一步地，分别用小写字母表示取对数后

的变量：

ａｔ＝αｈｔ＋ｈ＊ｔ （１）

将式（１）写为各省各市的形式，如下：

ａｉｊｔ ＝αｈｉｊｔ＋ｈ＊ｉｊｔ （２）

其中，下标ｉ、ｊ分别表示ｉ省、ｊ市。
中国各毗邻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相关性，并且省界降低这个相关性。如图１所示，对于某一

城市，同省毗邻城市和外省毗邻城市的人力资本都与它明显正相关。导致各毗邻城市在人力资本水平
上正相关的原因很多。譬如，人力资本内在具备地理聚集属性（Ｆｅｌｄｍａｎ　＆Ｋｏｇｌｅｒ，２０１０），其在某城市
的聚集容易延伸到周边城市。图１还显示，某城市与同省毗邻城市的相关性，高于与外省毗邻城市的相

—８５—

①

②

每项专利中２／３的引用都是审查官添加的。

具体是Ｎａｖｅｅｄ　＆Ａｈｍａｄ（２０１６）文中从３．７式到３．８式。



图１　人力资本的空间相关性

注：图中包含全国２７个省中２９２个地级市。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关性。导致这个差异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客观原因方面，中国省界两边的城市通常
都被山川阻隔，区域文化一般也不同，因而阻碍人力资本聚集向外省延伸。主观原因方面，中国“分级管
理、分灶吃饭”体制和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各省施行地方保护政策，阻碍人力资本聚集向外省延
伸。为此，我们刻画人力资本空间相关性时，区分省内相关性和省际相关性，具体如下：

ｈｉｊｔ ＝φ１∑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ｈｉｎｔ＋φ２∑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ｈｍｎｔ＋ｕｉｊｔ （３）

ｈ＊ｉｊｔ ＝φ１∑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ｈ＊

ｉｎｔ＋φ２∑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ｈ＊

ｍｎｔ＋ｖｉｊｔ （４）

ｖｉｊｔ ＝ρｕｉｊｔ＋εｉｊｔ （５）

其中，ｗｉｊ，ｉｎ表示ｉ省ｎ市与ｉ省ｊ市的省内空间关联结构：当ｎ市与ｊ市不存在共同边界时，

ｗｉｊ，ｉｎ＝０；当ｎ市与第ｊ市存在共同边界时，ｗｉｊ，ｉｎ＝１；当ｎ＝ｊ时，ｗｉｊ，ｉｎ＝０，即设定任一城市与自身
不相邻。ｗｉｊ，ｍｎ表示ｍ 省ｎ市与ｉ省ｊ市的省际空间关联结构：当ｎ市与ｊ市不存在共同边界时，

ｗｉｊ，ｍｎ＝０；当ｎ市与第ｊ市存在共同边界时，ｗｉｊ，ｍｎ＝１；当ｍ＝ｉ且ｎ＝ｊ时，ｗｉｊ，ｍｎ＝０，即设定任一城
市与自身不相邻。因此，由ｗｉｊ，ｉｎ、ｗｉｊ，ｍｎ组成的空间加权矩阵分别为省内邻近矩阵和省际邻近矩阵。
于是，∑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ａｉｎｔ表示ｉ省内与ｊ市毗邻的所有城市技术水平对数值之和，∑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ａｍｎｔ表示外省与ｊ

市毗邻的所有城市技术水平对数值之和。∑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ｈｉｎｔ表示ｉ省内与ｊ市毗邻的所有城市的人力资本对

数值之和，∑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ｈｍｎｔ表示外省与ｊ市毗邻的所有城市的人力资本对数值之和。φ１ 和φ１ 表示省内空

间关联强度，φ２ 和φ２ 表示省际空间关联强度。φ１、φ１、φ２、φ２ 和ρ都不小于０。将式（３）—（５）代入式
（２）有：

ａｉｊｔ ＝φ１∑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ａｉｎｔ＋φ２∑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ａｍｎｔ＋δｈｉｊｔ＋δ１∑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ｈｉｎｔ

＋δ２∑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ｈｍｎｔ＋ｖｘｉｊｔ＋ｖ１∑

ｎ≠ｊ
ｗｉｊ，ｉｎｘｉｎｔ＋ｖ２∑

ｍ≠ｉ
∑
ｎ
ｗｉｊ，ｍｎｘｍｎｔ＋ｃｊ＋γｔ＋εｉｊｔ

（６）

其中，ｘｉｊｔ为ｉ省ｊ市ｔ年的制度质量；ｃｊ、γｔ和εｉｊｔ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扰
动项。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城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文化传统和习俗等不随年份变化的因素对
技术水平的影响。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城市变化的年度因素（譬如国家次贷危机和四万亿政
策等）对技术水平的影响。
将各市先按省内再按省际叠加，可将式（６）写成如下待估计的经验模型：

—９５—

付明卫 王鹤：行政边界、技术扩散与共同富裕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ａｔ＝φ１Ｗ１ａｔ＋φ２Ｗ２ａｔ＋δｈｔ＋δ１Ｗ１ｈｔ＋δ２Ｗ２ｈｔ＋υｘｔ＋υ１Ｗ１ｘｔ＋υ２Ｗ２ｘｔ
＋ｃ＋γｔＩＮ ＋ｃ０ＩＮ ＋εｔ （７）

其中，Ｗ１、Ｗ２分别为省内邻近市空间加权矩阵、省际邻近市空间加权矩阵；φ１为省内邻近市
技术水平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体现省内毗邻市间技术水平的空间扩散效应；φ２为省际邻近市
技术水平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体现省际毗邻市间技术水平的空间扩散效应。二者的差异
（φ１－φ２）表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省界对技术扩散的阻碍作用，即省界屏蔽效应。对应地，

δ、δ１、δ２分别表示本地人力资本、省内毗邻市间人力资本和省际毗邻市间人力资本对技术水平的
影响程度。
式（７）不仅包含被解释变量的省内空间相关项和省际空间相关项，还包含解释变量的省内空间

相关项和省际空间相关项，为一扩展的空间杜宾模型①。当φ２＝δ２＝ｖ２＝０时，转换为空间杜宾模
型；当φ２＝δ１＝δ２＝ｖ１＝ｖ２＝０时，转换为空间滞后模型；当φ２＝δ２＝ｖ２＝０且δ１＝－δφ１、ｖ１＝－ｖφ１
时，转换为空间误差模型。结合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和Ｅｌｈｏｒｓｔ　＆Ｆｒéｒｅｔ（２００９），可通过求中心化对数似
然函数的最大值，获得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二）变量

１．被解释变量：技术水平。我们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水平，并通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
进行测算。基于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理论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可获得每个
决策单位的距离函数Ｄｔｃ（ｘｔ，ｙｔ）、Ｄｔｃ（ｘｔ＋１，ｙｔ＋１）、Ｄｔ＋１ｃ （ｘｔ＋１，ｙｔ＋１）、Ｄｔ＋１ｃ （ｘｔ，ｙｔ）、Ｄｔｖ（ｘｔ，ｙｔ）、Ｄｔｖ（ｘｔ＋１，

ｙｔ＋１）、Ｄｔ＋１ｖ （ｘｔ＋１，ｙｔ＋１）、Ｄｔ＋１ｖ （ｘｔ，ｙｔ），其中ｘ为生产要素、ｙ为产出；Ｄｃ 表示通过规模报酬不变模型
获得的距离函数；Ｄｖ 表示通过规模报酬可变模型获得的距离函数。
因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可定义为：

Ｍ（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Ｄｔｃ（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ｃ（ｘｔ，ｙｔ）

·Ｄ
ｔ＋１
ｃ （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ｃ （ｘｔ，ｙｔ■ ）

（８）

Ｍ（·）＞１表示生产决策单位从ｔ期到ｔ＋１期的技术水平提高，其增加值表示技术进步率；反之
亦然。式（８）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ＰＥＣＨ）、技术创新指数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ＴＥＣＨＣＨ）和规模效率指数（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ＣＨ），详如下式：

Ｍ（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

　 ＝Ｄ
ｔ＋１
ｖ （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ｖ（ｘｔ，ｙｔ）

· Ｄｔｖ（ｘｔ，ｙｔ）
Ｄｔ＋１ｖ （ｘｔ，ｙｔ）

Ｄｔｖ（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ｙｔ＋１（ ））

１／２

　　·
Ｄｔｃ（ｘｔ＋１，ｙｔ＋１）／Ｄｔｖ（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ｃ（ｘｔ，ｙｔ）／Ｄｔｖ（ｘｔ，ｙｔ）

Ｄｔ＋１ｃ （ｘｔ＋１，ｙｔ＋１）／Ｄｔ＋１ｖ （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ｃ （ｘｔ，ｙｔ）／Ｄｔ＋１ｖ （ｘｔ，ｙｔ（ ））

１／２

　 ＝ＰＥＣＨ·ＴＥＣＨＣＨ·ＳＥＣＨ （９）

其中，纯技术效率指数衡量的是同等要素投入下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距离变化情况，体
现制度变化带来的资源利用率提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资源利用率提升。纯技术效率指
数大于１，表示纯技术效率从ｔ期到ｔ＋１期有所改善，即决策单元的实际产出接近潜在产出。技术
创新指数衡量的是生产可能性边界随时间的移动轨迹，反映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指数大于１，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从ｔ期到ｔ＋１期向外移动。规模效率指数衡量要素投入
与产出之比的变化情况，反映投入规模变化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规模效率指数大于１，表示规
模效率从ｔ期到ｔ＋１期有所提高。
在式（８）中，我们用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根据省级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平减过的城市生产总值度量

产出，选择劳动和物质资本存量两种生产要素。其中，劳动用就业人员数度量，物质资本存量根据全

—０６—
①普通的空间杜宾模型只包含被解释变量的一个空间滞后项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算而得。与张军等（２００４）等一样，我们根据各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市物质资本存量：

Ｃｔ＝Ｃｔ－１（１－δ）＋（Ｉｔ＋Ｉｔ－１＋Ｉｔ－２）／３ （１０）

上式中，Ｃｔ为实际物质资本存量；Ｉｔ为全市的全社会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各市全社会名义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经过各市所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得到；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周期取３

年；经济折旧率（δ）按照惯例取５％。具体计算时，初始资本存量Ｋ０由公式Ｉ０ １＋ｇｇ＋（ ）δ 估算而得，其中
ｇ为Ｉｔ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增长率。

２．解释变量。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的模型为了分析方便，假定技术只是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函数。但
是，技术实际上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经济制度。良好的制度通过影响经济社会中
的激励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一个地区的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激发当地企业的研
发活动，从而提高当地的技术水平。因此，除了人力资本，我们还把制度作为技术的解释变量。人力
资本和制度的度量方式，分述如下：

（１）人力资本。我们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现有研究通常用下述两种
方法核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徐现祥、舒元，２００５）和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魏下
海，２００９）。由于各地级市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数据只在人口普查年份才有，为保证数据连续性和
可比性，我们选用在校学生数衡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取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Ｓ＝６ｓ１＋１２ｓ２＋１６ｓ３，其中，ｓ１、ｓ２和ｓ３分别表示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
年底总人口数的比重。

（２）制度。制度的度量方式还未达成共识。度量中国各地区制度质量用得最为广泛的一个指标
是樊纲等（２００３）构建的各省市场化指数。该指数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
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５个一级子指标和１８
个二级子指标。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各市的市场化指数。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我们使用政府支出
规模和非国有经济占比两个二级子指标。这两个二级子指标也广为其他文献（蒋殿春、张宇，２００８）
用作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具体而言，非国有经济占比为非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数除以总就业人员
数，政府支出规模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除以地区生产总值。

（三）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下文简称《年鉴》）。中国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每

年都公开出版《年鉴》，每年出版的《年鉴》公布各指标上一年的数据。但是，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年鉴》只包
含各市的部分指标。由于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计算某年技术水平需要用到上一年的数据，为保证
数据的齐整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我们剔除了新疆、
西藏、青海和甘肃四省份：首先，这四省份中有多个市的数据缺失；其次，这四省份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期间
多次撤并县市。另外，我们剔除了缺失值较多的湖北省四个省直管县天门、潜江、仙桃和神农架；剔除了
行政级别发生变更的中卫市①和巢湖市②。最终，我们的样本是２７个省的２９２个市。我们以２０００年
为基期，运用省级居民消费物价指数③对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数据进行平减。对于部分缺失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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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宁夏撤销中卫县，设立地级中卫市。中卫市辖区包括从吴忠市划入的中宁县、从固原市划入
的海原县和原中卫县。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基于县级数据资料，吴忠市２００３年及以前数据中去掉中宁县，固原市

２００３年及以前数据中去掉海原县和原中卫县。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安徽将地级巢湖市一拆为三，分别并入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市。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基
于县级数据资料，２０１１年及以前数据中将原巢湖市庐江县归并到合肥市，将含山县与和县归并到马鞍山市，将无为
县归并到芜湖市。

少数地级市的历年价格指数数据缺失，譬如《湖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年以后未公布地级市价格指数。对于这种
情形，我们统一用省级ＣＰＩ而不是市级ＣＰＩ进行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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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用各省和部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进行补充。地级行政区数据的另
外一个主要来源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然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未提供民族自治州、盟的数据①

（２７个样本省份中共有２１个自治州和盟，其中１５个位于省际边界地区、５个位于国界、１个位于省内
部地区）。由于本文识别的关键是省级边界的地级行政区，缺失这些自治州、盟的数据会产生严重的样
本选择偏误。因此，我们没有将数据更新到更近的年份。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技术水平 ０．８４７　 １．１４０　 １．００３　 ０．０１４

人力资本 ２．３１８　 ７．８６０　 ５．４７７　 ０．８３３

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０．００６　 ０．９７８　 ０．９００　 ０．０６６

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比（％） ０．０２０　 １．５３５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４

　　注：数据根据本文样本计算而得。

图２描述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不难发现，各市技术水平不仅与当地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
（Ｐａｎｅｌ　Ａ），而且还与毗邻市的技术水平正相关（Ｐａｎｅｌ　Ｂ），这为各市技术水平间存在空间扩散效应提
供了初步证据。进一步考察省内、省际差异发现，当地技术水平与省内毗邻市的相关性（Ｐａｎｅｌ　Ｃ）明
显不同于与外省毗邻市的相关性（Ｐａｎｅｌ　Ｄ），初步表明各市技术水平的空间扩散效应受省界的影响。

图２　技术水平与人力资本、空间相邻地区技术水平的相关性

注：数据根据本文样本计算而得。

四、基准分析结果

首先，我们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人力资本、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比和地方
财政预算支出占比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发现这三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空间滞后ＬＭ 检验值为

２８５．５６０，空间误差ＬＭ检验值为３０２．３３２。两个检验都在１％水平上拒绝无空间相关的原假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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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验分析应考虑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
表２给出各类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具体包括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

模型和扩展空间杜宾模型。五个模型中人力资本、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比和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
比的系数估计值都显著，且取值大小与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固定效应模型相差不大。根据表２可得
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扩展空间杜宾模型为分析本文研究问题的最优模型。首先，从检验结果看，相对于空间滞

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更为合理。Ｗａｌｄ空间滞后检验统计量（１２．１５０）和ＬＲ空间
滞后检验统计量（１２．３９６）均拒绝原假设（１％的水平上），表明空间杜宾模型比空间滞后模型更适合；
同样地，Ｗａｌｄ空间误差检验统计量（９．９７９）和ＬＲ空间误差检验统计量（１０．６５３）均拒绝原假设（５％
的水平上），表明空间杜宾模型比空间误差模型更适合。其次，从技术水平空间相邻项的回归系数估
计值差异看，相对于空间杜宾模型，扩展空间杜宾模型更合理。① 在１％的水平上，技术水平省内空
间相邻项与省际空间相邻项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之差显著不为零，表明两类空间相关之间存在明显的
差异，从而在模型中应该加以区分。此外，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的极大对数似然值（１１４６２．４７３）也大于
空间杜宾模型的极大对数似然值（１１４５８．８２８），且为四个模型中的最大值。这些均表明，相对于其他
三个模型，扩展空间杜宾模型为分析本文研究问题的最优模型。因此，本文后继分析均基于扩展空
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第（４）列）。

表２　各种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空间滞后模型

（２）
空间杜宾模型

（３）
空间误差模型

（４）
扩展空间杜宾模型

（５）
扩展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２８３＊＊＊
（０．０２２）

０．２９４＊＊＊
（０．０２２）

省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３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３１０＊＊＊
（０．０２６）

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７）

０．２０２＊＊＊
（０．０４７）

人力资本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空间邻近矩阵×人力资本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省内邻近矩阵×人力资本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省际邻近矩阵×人力资本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

空间邻近矩阵×非国有
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省内邻近矩阵×非国有
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省际邻近矩阵×非国有
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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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用于比较空间杜宾模型与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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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１）

空间滞后模型

（２）
空间杜宾模型

（３）
空间误差模型

（４）
扩展空间杜宾模型

（５）
扩展空间杜宾模型

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

空间邻近矩阵×地方财政
预算支出占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省内邻近矩阵×地方财政
预算支出占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省际邻近矩阵×地方财政
预算支出占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空间误差项
０．２９６＊＊＊
（０．０２２）

省界屏蔽效应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４）

Ｗａｌｄ空间滞后检验 １２．１５０＊＊＊

Ｗａｌｄ空间误差检验 ９．９７９＊＊

ＬＲ空间滞后检验 １２．３９６＊＊＊

ＬＲ空间误差检验 １０．６５３＊＊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极大似然值 １１４５２．６３　 １１４５８．８２８　 １１４５６．１３５　 １１４６２．４７３　 １１４１９．８２２

　　注：省界屏蔽效应等于“省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和“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两个系数估计值之差；括号内
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第二，技术在相邻地级市间扩散。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第（４）列）中，技术水平省内空间相邻项
与省际空间相邻项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分别为０．３１３和０．１９６，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
于某市，其毗邻的同省地级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平均意义上会导致本市技术进步率增
加０．３１３个百分点；其毗邻的外省地级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平均意义上会导致本市技
术进步率增加０．１９６个百分点。这表明，某市技术进步将带动毗邻市的技术进步，技术存在显著的
空间扩散效应。技术水平与省际空间相邻矩阵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显著不为零，表明省界并未
完全割断技术的跨省扩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省界虽然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经济含义，但是
它并没有完全隔断省界两边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生产合作和商品交易，故技术依然有跨省扩散的
渠道。
第三，省界屏蔽技术的空间扩散。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中，省界对市间技术扩散的屏蔽效应由

下述两项的回归系数之差体现：省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和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在第（４）列
中，前述两项的回归系数之差为０．１１７，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表明，省界阻碍技术的市
间扩散，具体而言是使得技术的空间扩散效应下降３７．３８％（（０．３１３－０．１９６）／０．３１３×１００％＝
３７．３８％）。省界屏蔽技术扩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客观原因。譬如，城市与省内毗邻城市间的地
形平坦，但和外省毗邻城市间地形复杂、山川阻隔；城市与省内毗邻城市间的方言相同，或者方言差
异小些①。这些客观因素使得城市与省内毗邻城市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生产合作和商品交易
都高于与省际毗邻城市间的，导致省际技术扩散低于省内。另一个原因是地方保护。譬如，省级政
府在边界地带的高速公路和省级公路上投资少，导致边界地带交通状况差（唐为，２０１９），阻碍省际技
术扩散。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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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同省的毗邻市间存在激烈竞争，但不同省的毗邻市间不存在竞争。在第（４）列中，人力资
本与省内邻近矩阵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但与省际邻近矩阵的交互项不显著。这意味着某市从本省的
相邻地级市“抢夺”人才，但未能从外省的相邻地级市“抢夺”到人才。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比与省内
邻近矩阵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但与省际邻近矩阵的交互项不显著。这表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某
市的财政支出政策对本省毗邻市具有负外部性，但对外省毗邻市没有负外部性。基于人力资本和财
政预算支出的发现都表明，同省的毗邻市间存在激烈竞争，但不同省的毗邻市间不存在竞争。这
为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增加了新的证据。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省内各市领导间在晋升上存在激烈
竞争关系，市级领导更乐意让跨省而不是同省跨市的技术扩散发生。但是，市级领导的这个意愿
得不到实现，因为不同省的地级市试图进行各种促进技术扩散的制度和项目合作时，必须征得省
级政府的同意，而省级政府官员出于晋升和财税收入的考虑一般不会批准这样的合作（周黎安、陶
婧，２０１１）。
第五，毗邻市间技术存在空间扩散和省界屏蔽技术空间扩散这一核心结论是稳健的。本文模型

控制了许多变量，但依然有不少没有控制，故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然而，在空间计量模型中，遗
漏变量问题带来的影响小于其对微观计量模型的影响；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中，当遗漏变量与解
释变量存在空间依赖且扰动项存在如同空间误差模型一样的空间依赖时，被解释变量空间相关项的
系数估计是一致的（ＬｅＳａｇｅ　＆Ｐａｃｅ，２００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使用Ｎｕｎｎ　＆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２０１１）

的策略，评估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带来的偏误大小。为此，我们在第（５）列中去除度量制度质量的两个
变量及其空间相关项。① 去除后，省内邻近矩阵、省际邻近矩阵与技术水平的交互项的系数估计仍
然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估计值变化十分小（分别由０．３１３变为０．３１０、由０．１９６变为

０．２０２）。这表明，遗漏制度质量这个从理论上讲对技术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对两个交互项系数估计
的影响很小。那么，其他遗漏变量因为从理论上讲对技术的影响就要比制度质量小，故遗漏它们对
两个交互项系数估计的影响一定会更小。这佐证了ＬｅＳａｇｅ　＆Ｐａｃｅ（２００９）的理论观点。

五、机制分析结果与进一步的讨论

（一）政策同步性、方言与省界屏蔽效应
某城市与其省内毗邻城市都受同一个省级政府的政策影响。这可能导致同一省内各城市间的

技术水平具有更高的同步性。同步性又称协动性，指在某一时期内两地区间的经济活动在方向与波
幅上表现出的趋同性。某城市与省内毗邻城市技术水平的相关性高于与省际毗邻城市，是不是因为
同步性呢？

我们通过使用ＣＭ指数控制同步性来回答此问题。ＣＭ指数被众多文献（程惠芳、岑丽君，２０１０；等

等）用于度量同步性，其计算公式为：ＣＭｊｎ，ｔ＝１－
１
２

（ｄｊ，ｔ－ｄ
－

ｊ）
１
Ｔ∑

Ｔ

ｔ＝１
（ｄｊ，ｔ－ｄ

－

ｊ）■ ２

－
（ｄｎ，ｔ－ｄ

－

ｎ）
１
Ｔ∑

Ｔ

ｔ＝１
（ｄｎ，ｔ－ｄ

－

ｎ）■
■

■

■

■
２

２

，其中，

ＣＭｊｎ，ｔ为ｊ市与ｎ市ｔ期技术水平的同步性，ｄｊ，ｔ与ｄｎ，ｔ分别为ｊ市与ｎ市ｔ期的技术水平，ｄ
－

ｊ与ｄ
－

ｎ 分

别为技术水平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值。我们计算出每个市每年与其他市的ＣＭ 指数后，用公式ＣＭｊ，ｔ

＝ １
Ｎ－１∑ｎ≠ｊＣＭｊｎ，ｔ获得ｊ市与其他市技术水平同步性的均值。最后，运用技术水平除以同步性指数的

均值获得去同步性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ＭＣＭ＝Ｍ（ｘｔ＋１，ｙｔ＋１，ｘｔ，ｙｔ）／ＣＭｔ。
估计结果表明，控制政策同步性后，省界屏蔽效应依然存在。如表３列（１）所示，“省内邻近矩阵×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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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没有在第（５）列中去除人力资本和其空间相关项，原因如下：在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过程中，需要用
到去均值后的被解释变量及其空间相关项对去均值后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故模型中除截距项外还至少得包含一个
解释变量。在第（５）列中去除人力资本及其空间相关项，会导致模型得不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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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值由基准模型的０．３１３下降到０．３０６，“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
值由基准模型的０．１９６下降到０．１６６，对应着省界屏蔽效应由０．１１７上升到０．１４０。这表明，控制政
策的同步性后，省界依然阻碍技术跨省扩散。

表３　政策同步性、方言与省界屏蔽效应

变量
（１）

控制政策同步性

（２）
相同方言城市

（３）
不同方言城市

省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３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４４７＊＊＊
（０．０６６８）

０．２９５＊＊＊
（０．０２９０）

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７）

０．２８２＊＊＊
（０．０６０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０７）

省界屏蔽效应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６５＊＊
（０．０９０６）

０．１８４＊＊
（０．０８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极大似然值 １１２６５．７９　 １１４１９．０８１　 １１４２８．９０４

　　注：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比、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比，以及这三个变量分别与省内邻
近矩阵、省际邻近矩阵的交乘项。下同。

如上一部分所述，省界屏蔽效应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城市与同省毗邻城市方言相同、与外省毗邻
城市方言不同。《汉语方言大词典》将全国县级行政区分为１０种方言大区、２５种方言区和１０９种方
言片。基于中国各县方言归属数据库（刘毓芸等，２０１５），如果两个地级市属于同一方言区，我们则认
为它们使用同样的方言。使用方言区而不是方言大区和方言片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有二：其一，方
言大区将一些有明显差异的方言区归为一个大区。其二，２９２个样本地级市中，包含２个和３个及以
上方言片的地级市分别有１１４个（占３９．０４％）和５３个（占１８．１５％）。① 由于５７．１９％（＝３９．０４％＋
１８．１５％）的地级市都包含多个方言片，使用方言片作为判断依据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包含多个方言
区的地级市，通常是个别边远县的方言区不同于市辖区。因此，当某地级市包含多个方言区时，我们
将该市市辖区的方言区作为该市的方言。然后，我们建立与任一城市方言相同的省内邻近城市矩
阵、与任一城市方言相同的省外邻近城市矩阵、与任一城市方言不同的省内邻近城市矩阵和与任一
城市方言不同的省外邻近城市矩阵，重新估计省界对技术扩散的屏蔽效应。
表３列（２）和列（３）的估计结果证实，方言是省界屏蔽效应的一个成因。首先，控制了方言影响

（即只考虑技术在方言相同的毗邻城市间的扩散）后，“省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值

０．４４７大于基准模型的０．３１３，“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值０．２８２大于基准模型的

０．１９６，表明方言相同促进技术扩散。其次，根据列（３），方言不同的同省城市间的技术扩散效应

０．２９５小于基准模型的０．３１３，方言不同的异省城市间的技术扩散效应不显著，再次表明方言不同阻
碍技术扩散。最后，控制了方言的影响后，省界依然屏蔽技术扩散。根据列（２），省界屏蔽了３６．９１％
（＝０．１６５／０．４４７）的技术扩散，略小于基准模型的３７．３８％。

（二）地方保护与省界屏蔽效应
我们从两个角度证实地方保护是省界屏蔽效应的一个原因。首先，次贷危机之后地方保护加

强，但各城市的方言和地形都没发生变化。因此，如果次贷危机之后省界屏蔽效应加大，那么这一定
是地方保护加强带来的。其次，没有理论表明方言、地形等客观因素对纯技术效率、技术创新和规模
效率的屏蔽效应不一样。因此，如果事实是省界对纯技术效率、技术创新和规模效率的屏蔽效应不
一样，那么一定是地方保护带来的。

—６６—
①然而，包含２个和３个及以上方言区的地级市分别仅有７４个和１１个，合计占２９．１１％。



２００８年后中国的地方保护变强。２００７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危机带来的冲击导致中国实体经
济从２００８年５月开始下滑。经济下滑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增加本地财税收入和自身晋升概
率，更加期望多享受外地的正外部性、同时减少本地带给外地的正外部性，于是加强地方保护。根据
我们对各省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布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间政策文件的查阅，安徽省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一个发布了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文件①；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间，３１个省
中有２４个出台了政府采购中优先使用本省制造的产品、本地企业优先使用本省劳动者等地方保护
色彩明显的政策②。何雄浪和张泽义（２０１４）、李自若等（２０２２）都发现次贷危机之后省界对贸易的屏
蔽效应变强。

表４　次贷危机前后的省界屏蔽效应

变量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省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３２０＊＊＊
（０．０３３）

０．３２７＊＊＊
（０．０４１）

省际邻近矩阵×技术水平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６）

省界屏蔽效应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９）

０．３１３＊＊＊
（０．０８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极大似然值 ６８９１．０３８　 ５０９８．６５０

根据表４，２００８年后省界屏蔽效应变大，证实地方保护是省界屏蔽技术扩散的一个成因。对比
列（１）和列（２）可知，次贷危机前后，同省毗邻城市间的技术扩散效应变化很小（分别为０．３２０和

０．３２７），但省际毗邻城市间的技术扩散效应大幅下降（由０．１８０变为０．０１４），导致省界屏蔽效应相应
地由０．１４１变为０．３１３，增大了一倍多。次贷危机前后因为方言、地形等客观因素都未变③，所以同
省毗邻城市间技术扩散几乎不变、但省际毗邻城市间技术扩散大幅下降这一现象只能由地方保护强
度变化来解释，因而证实了省界屏蔽技术扩散的原因包含地方保护。
表５显示的省界屏蔽纯技术效率的空间扩散、但不屏蔽技术创新和规模效率的空间扩散，进一

步证实地方保护导致省界屏蔽效应。在表５中，“省内邻近矩阵×纯技术效率”的系数估计值
（０．３４６）大于“省际邻近矩阵×纯技术效率”的０．２２７，表明省界屏蔽纯技术效率的扩散；然而，对于
技术创新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而言，其与省内邻近矩阵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小于其与省际邻近矩
阵交互项的，意味着省界未屏蔽技术创新和规模效率的空间扩散。这些结论并不难以理解。在中
国“分级管理、分灶吃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某市能提升纯技术效率的制度创新更容易被省政府
推广到同省的其他市，但较难推广到外省的城市，因此省界会屏蔽纯技术效率的空间扩散。技术
创新和规模效率在省外扩散得更多，原因在于，中国的研发在样本期间以技术模仿为主，各省技术
创新和规模效率的进步主要来自新工业项目的引进。某省政府在批准下辖某市引进新项目后，一
般会出于防止重复建设的考虑禁止下辖其他市再上马同类新项目。但是，其他省政府为了和该省
竞争，也会引进同类新项目。因此，某市源自技术创新和规模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更易扩散
到外省的毗邻市。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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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当前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通知》（皖政办〔２００８〕５７号）。

在这期间没有出台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７个省份为北京、重庆、四川、浙江、宁夏、新疆和西藏。

次贷危机前后中国交通设施整体上是改善的，故地形通过交通便捷性导致的省界屏蔽效应会减少，而不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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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省界对不同类型技术扩散的屏蔽效应

变量
（１）
纯技术效率

（２）
技术创新

（３）
规模效率

省内邻近矩阵×
技术水平分解项

０．３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４８１＊＊＊
（０．０２３）

０．２５６＊＊＊
（０．０２６）

省际邻近矩阵×
技术水平分解项

０．２２７＊＊＊
（０．０４６）

０．５７７＊＊＊
（０．０４０）

０．３９５＊＊＊
（０．０４５）

省界屏蔽效应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３７９６
极大似然值 １１０２０．１９４　 １３８４８．７４８　 １３５２７．９７

省级政府确实施行了多种限制技术向省外扩散的政策措施。第一，限制企业间技术转移和技术
人员流动。因为技术人员流入地直接拥有了技术人员掌握的技术，甚至引进技术人员就是为了获得
其技术，因此限制技术人员流动就是限制技术转移。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统一市场建设”
课题组２００３年对全国企业、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等的调查，在根据严重程度对八类地方保护
形式的排序中（表６），企业将“限制技术转移”排在第４位，非企业机构将其排在第３位（李善同等，

２００４）。“限制企业间跨省技术转移或限制技术人员跨省流动”，被３６个行业中的１２个列为最严重
的五种地方保护措施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２００４）。第二，各省只
鼓励技术在省内转化和转移。技术转化是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一项技术被外省购买了所有权来
投入生产，则该项技术转移到了外省；如果是被外省购买了使用权来投入生产，则外省在使用该技术
中也会通过“干中学”获得相关技术进步。只鼓励技术在省内转化明显限制技术的跨省转移。根据
我们的文件检索，样本内２７个省份中有８个①都在２０１４年前出台过鼓励技术在省内转化和转移的
政策。第三，限制熟练工人跨省流动。Ａ省接收到Ｂ省的技术扩散，不仅需要“懂”技术的高端技术
人员，还需要能够将扩散来的技术转化为产品的熟练工人。因为将新手培养成熟练工人的成本不
低，所以那些限制熟练工人跨省流动的地方保护措施，譬如当地政府要求企业招工优先本地户口、外
地职工子女在当地入学成本太高、外地职工到当地解决户口较难、因政府相应职能不完善难以为外
地职工提供社会保险等，都会妨碍技术扩散。最后，各省在边界地区投资建设的道路少于非边界地
区，导致边界地区交通状况差（唐为，２０１９）。交通状况差限制技术扩散。

表６　八类地方保护形式的严重程度及排序

企业问卷 非企业问卷

严重程度分值 排名 严重程度分值 排名

对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干预 ５７．７　 １　 ６０．１　 １

阻止外地产品进入的其他非正式的无形限制 ５５．７　 ２　 ５７．３　 ２

工商质检等方面的歧视 ５１．０　 ３　 ５１．８　 ４

限制技术转移 ４９．７　 ４　 ５２．６　 ３

价格限制和地方补贴 ４７．３　 ５　 ５０．２　 ６

直接控制外地产品的销售数量 ４６．０　 ６　 ５０．２　 ５

对外来企业原材料投入方面的干预 ４４．３　 ７　 ４７．７　 ８

对投融资方面的干预 ４２．０　 ８　 ４８．８　 ７

　　注：（１）分值等于１００表示最严重；（２）此表引自李善同等（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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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出台时间先后，这８个省份分别为天津、山西、广东、北京、福建、安徽、吉林和湖北。



（三）省界屏蔽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考察城市的技术扩散效应与省界屏蔽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７给出了地区生产总值的年

平均增长率、技术进步率、技术空间扩散效应和省界屏蔽效应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表７
可知：

表７　省界屏蔽效应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率
（％）

技术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

技术扩散带来的
经济增长（％）

技术扩散带来的
经济增长贡献（％）

屏蔽效应
（％）
屏蔽效应损失的
经济增长（％）

屏蔽效应损失的
经济增长贡献（％）

全样本 １３．０２５　 ２１．３５１　 ０．８７０　 ６．６８３　 ３７．３８０　 ０．３２５　 ２．４９８

次贷危机前 １３．９５６　 １４．２１６　 ０．６３５　 ４．５４９　 ４４．０６３　 ０．２８０　 ２．００４

次贷危机后 １０．６６８　 ３８．０２０　 １．３２６　 １２．４３３　 ９５．７１９　 １．２７０　 １１．９００

　　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技术进步率／经济增长率）×１００％；技术扩散带来的经济增长＝φ１×技术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技术扩散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技术扩散带来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
１００％；屏蔽效应损失的经济增长＝屏蔽效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屏蔽效应损失的经济增
长贡献＝（屏蔽效应损失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１００％。

首先，技术扩散明显促进经济增长。在样本期间，技术扩散导致地级市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

０．８７０个百分点，占平均经济增长率的６．６８３％。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次贷危机前的

１４．２１６％增加到危机后的３８．０２０％，导致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由４．５４９％增加到１２．４３３％。
其次，省界屏蔽效应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不可忽视。样本期间，省界屏蔽了３７．３８０％的技术扩

散，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０．３２５个百分点，占平均增长率的２．４９８％。尤其是次贷危机后，省界屏蔽
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１．２７个百分点，占平均增长率的１１．９００％。

六、结论与建议

如何加快行政边界地带经济发展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面临的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要求对行政边界阻碍经济发展的渠道进行全面的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省界妨碍省际贸易和价格一体化。本文发现，省界还屏蔽技术在地级市间的扩散。我们
从省界影响人力资本的空间聚集这一点出发，构建了扩展空间杜宾模型。然后，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的
市级面板数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我们估计出技术在地级市间的扩散效应和省界对技术扩散的
屏蔽效应的大小。回归结果表明，某市毗邻的同省的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平均意义上
会导致该市技术进步率增加０．３１３个百分点；其毗邻的外省的市的技术进步率增加１个百分点，平
均意义上会导致本市技术进步率增加０．１９６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省界屏蔽了３７．３８％的技术扩散；
这个屏蔽效应导致边界市增长率降低０．３２５个百分点。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面临次贷危机带来的负
向外部冲击，各省加强地方保护使得省界屏蔽效应加大。
根据本文结论，促进边界地带经济发展，需要打破各省阻碍技术扩散的各种政策壁垒。在“分级

管理、分灶吃饭”体制短期内不会变化的前提下，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国家技术转移体系越健全，各省阻碍技术转移的隐形政策就越
无藏身之地。应鼓励中国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广州期货交易所等机构
建设国家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知识产权转让、许可等运营服务，加快推进技术
交易服务发展。加快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提高技术转移人员的技术评价与筛选、知识
产权运营和商业化咨询等能力。

其次，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目前众多城市都已施行积分落户政策。劳动力在当
地的工作纳税年限是积分主要来源，在外地的工作纳税年限无积分。除超大城市外，应在京津冀、长
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和淮海等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
记户口制度。

最后，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强化对各省落实《社会保险法》的执法检查。《社会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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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个人跨省就业时其基本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是，许多省份实践中都对转出社
会保险关系设置或明或暗的障碍。中央政府多次治理此问题，但收效甚微。社会保险缴费年限不可
携带已构成劳动力跨省流动的重要阻碍。中央政府应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步伐。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后，劳动力在全国任何地方就业的养老保险缴纳和发放机构都是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养老保险
缴费年限跨省转移接续问题就不复存在。由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前仍以地级市统筹为主，中央政府应
强化执法检查，督促各省落实《社会保险法》有关转移接续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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